
＊　本文隶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06BSH019)。

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
＊

———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

毛　丹　王燕锋

提要: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本文运用
经过修正的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 ,选择浙江 J 市的

一些城郊村作案例分析 , 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
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 , 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 , 而满足其
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 , 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
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 , 包括经济不安全 、社会不安全
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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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 、文献评论

最近 6 、7年来 ,很多地方政府认定加快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基本方略之一 ,而征地 、撤村建居 、把农民整村迁居进城是扩展城市

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起点或主要方式 ,城郊农民则是应该先进城的那

部分人 。可是 ,城郊农民的反应却常常出乎地方政府预料。过半农户

对政府的安排有较强烈的不满(陈映芳等 ,2003:34-35 、51-61),至少

城郊农民“`农转非' 意愿不强”(杜洪梅 , 2004)。有人因此把郊区农村

称为“被动城市化地区”;或者断言城市化浪潮遭遇了“郊区陷阱” (孙

东海 ,2001)。

研究者一般都同意 ,很多城郊农民不愿“农转非”表明在城郊农村

城市化问题上 ,地方政府对农民需求的估计与农民实际需要有所不符 。

但是研究者们的解释却各不相同。有一类意见强调问题出在城郊土地

正在升值而政府的征地补偿与安置费标准偏低 ,同时 ,农民就业不稳

定 ,社会保障不健全(孔祥智 、王志强 , 2004;卢海元 ,2003),所以农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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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征地 、住房安置环节上想出各种办法与政府博弈 ,或者排拒进城 。

因此 ,政府应该改善保障办法 ,例如采用上海市的以土地换小城镇社会

保障模式(常进雄 , 2004);或者整体上“把失地农民接纳为城市居民”

(徐元明 ,2004)。这类意见实际上确认农民总是愿意进城的 ,城郊农民

也一样;出现农民与政府博弈 ,是因为农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 ,

在政府一边 ,只要朝着照顾农民利益的方向把政策改好 ,失地农民问题

就能解决(高勇 ,2004;赵锡斌等 , 2003)。这一类意见直观地突出了城

郊农民行动中的经济收益动机 ,希望推动政府在经济补偿方面做出适

当调整。但是 ,它显然不太注意城郊农民不愿做居民的行为是否包含

了其他社会考虑 ,也未深究农民究竟有什么需求结构 ,所以既有简单认

定农民目标就是挣钱之嫌 ,又未注意到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

也忽略了一些田野调查发现 ,比如 ,有些城郊农民的土地早已被全部征

用或预征 ,他们与政府博弈什么? 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努力用市民化方

式处理城郊失地农民问题 ,为什么城郊农民还有诸多不乐意 ?

陈映芳小组的批评属于典型的第二类意见 。他们说:如同当年国

家出于发展目标而选择并维持城乡二元体制 ,目前由政府主导的城市

化也是在发展主义框架内形成 ,农民利益仍然容易被忽视;政府对城市

化的具体理解与政策设计则很窄 ,偏重人口迁移 ,未注意城市化同时涉

及人口与生态 、社会结构 、生活结构 、社会意识 ,所以没有充分顾及农民

的利益和需要 ,未从农民市民化角度设计政策;在实际操作上 ,具有强

制性的行政征地被当成加快城市化的常规途径 ,农民权益无从得到保

障 ,而被征地地区的城市化 、被征地人员的市民化等都没有被纳入城市

化的指标中。该小组希望说明农民的现状与诉求 ,希望在这个基础上

去考虑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调查涉及征地操作过程 、征地劳动力就业

空间 、征地农民的应对行动 、家庭形态与村落共同体的变化 、身份转变

与生存权保障等 。此论有一定的社会学想象力 ,并具体提出了失地农

民“向上流动” 、“征地农民市民化”等重要命题 ,不再把问题限于征地补

偿层面 。同时 ,它还试图面向农民实态 ,多少暗示着农民 、城郊农民可

能有一套我们不很清楚的需求系统与权衡方式。然而 ,该研究对上述

命题的社会学涵义的认识似不很充分。前述判断更多的还是一种研究

意图而不是成型的理论。研究者既想批评把征地问题主要“设置为经

济补偿的问题 、生产关系调整的问题” ,又想说明即使这样也要弄清“现

行的政策到底是否适应社会各系统的变化状况和被征地人员的实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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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陈映芳等 , 2003:前言),在核心问题 、适用概念上比较犹豫 。因此 ,

虽然在形式上试图从征地调查材料中提升出社会学论题 ,但是完成度

不够;在基本判定上还是同意只要市民化条件好 ,农民便愿意进城 ,而

市民化条件又被主要理解为经济条件 ,所以还很难摆脱前述“经济补

偿”论框架 ,多少低估了农民转入城市的困难程度以及农民对问题的感

受性 。①

这两类研究还在客观上提示一个问题:关于城郊农民及其市民化

问题的研究特别需要在社会学的概念化与知识说明方面做出努力 ,否

则将停于所谓“显性功能分析”层面 ,且易于沉浸在朴素的道德批评之

中(默顿 ,1990:160 、163),很难避免用直观反应处理复杂社会问题。

本文拟整理和修正恰亚诺夫 、斯科特的理论 ,提出一个有关农民行

动的安全考虑的分析框架 ,然后选择浙江 J市的情况作案例分析 ,印证

和说明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安全选择 。本文期待着用这项工作

去说明农民的安全选择 ,一方面补充农民行动理论 ,另一方面则据以评

论地方政府目前的城市化政策 ,以便说明地方政府目前除了应该考虑

城郊农民的经济利益补偿 ,更应该充分考虑其安全需求 ,缓解其安全短

缺问题。

二 、理论资源与主要假设

在本文看来 ,陈映芳小组的最有价值的发现和意见 ,是所谓“在农

民获得`非农业' 的户口以后 ,他们依然很难实现预期的向上流动”(陈

映芳等 ,2003:7)。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一些判断:1.农民有自觉“预期” ;

2.它并不一定只是经济收入;所以 ,可以疑问:3.农民的全部目标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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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4年前 ,有人批评说:在城市化问题上充满了政府 、学界各种“为民做主”的声音 , 然而 ,没

有任何文献与资料能反映我国农民对于城市化的期望与要求(赵新平 、周一星 , 2002)。
现在不能说“没有任何文献” ,但是研究农民关于城市化的态度的文献仍然稀缺。 顺便说

说 ,地方政府对问题的判断其实与上述研究者的判断没有真正矛盾。近几年来 ,地方政
府不断调整 、补充 、改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办法 ,这些办法大体包括:调整承包地安置 、留地

安置 、建标准住房 、允许每户获两套公寓 、村级经济合作社安置 、货币安置 、用地企业录用

安置 、基本生活保障 、对失地农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实行土地租赁使农民长期受益 ,等
等(赵立康等, 2005)。显然 ,这些办法的基本着眼点及其暗含的关于农民的需求的判断 ,

与上述几类意见是一样或一致的。



仅仅是经济收入吗? 或者说 ,农民究竟是不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理

性选择者 ?这些问题依其性质可以被归入社会行动理论的研究范围 ,

在习惯上则更多地被归入农民学 、或农民经济学 ,以及“农民文化”或农

民集体意识(Shanin ,1987:259)的研究范围。从后一类研究中 ,我们至

少能找到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 。

首先 ,20世纪上半叶已有不少农学家注意到农民传统文化的保守

特征及其一般基础———并非因为农民天生保守 ,而是一方面由于农业

技术水平低下 、农民居住方式稳定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农民的法律与

经济压迫阻碍了农民对经济和国家文化的参与(Dobrowolski , in Shanin ,

1987:264)。恰亚诺夫特别具备这种细致区别问题的眼光。他依据 19

世纪末至 20世纪初俄国农民的情况 ,强调他们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谓的

理性经济人。他提出 ,资本主义农业与市场需求相联系 ,其单位规模则

受资本量 、土地面积决定;俄国农民的农场经济却是自然经济而不是雇

佣劳动经济 ,虽然任何经营组织都是追逐收入最大化 ,但是农民家庭经

济生产会受家庭规模等限制 ,其基本动力是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 ,

实际上采取劳动 —消费均衡模式 ,不像资本主义企业主那样 ———无度

追求利润之欲只受到资本占有量的限制(恰亚诺夫 , 1996:8-15 、28-

29 、60 、99-100 、187)。这些观点现在易被判为简单化(徐浩 , 2002:10;

Kerblay , in Shanin ,1987:183),至少被认为不是完全适于分析其他类型

的农民家庭经济生产 ,例如家庭消费品生产与商品生产相混合的农民

经济(Hunt , 1978)。不过 ,农民在使用家庭劳动力生产自用消费品方

面 、通过社区内互助网络实现互助方面有特别的优势 ,这是事实(Deere

&Janvry , 1981)。而恰亚诺夫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他从静态分析而不是

从历史范畴上 ,说明在纯粹自然经济结构中 ,农民扩大收入的欲望除了

受生产资料制约 ,还会受家庭规模 、劳动力数量与劳动辛苦程度 、伦理 、

惯例的影响;因此 ,在资本量不变的条件下 ,农民家庭往往利用其生产

粮食 、家庭必需消费品的条件 ,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强度 ,显著

提高经济活动量与收入 ,而不惜降低单位劳动报酬和账面纯收入 。在

此意义上说 ,俄国农民旨在谋生而不是纯粹牟利 ,会考虑经济收入但至

少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经济人 ,虽然俄国农民这种选择在恰亚诺夫

看来显然是理性的。

恰亚诺夫知道农民 、农场进入货币经济和商品生产领域就会成为

另一种样子(恰亚诺夫 ,1996:105-106),不过那不是他的主题 。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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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讨论传统农民能不能凭着农民理性而转入现代农业经济 ,会不

会从传统谋生者变为企业主。而 20世纪 60年代舒尔茨的新古典经济

学的农业经济研究却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农民本质上是理性牟利者 ,

因此完全可以接受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他断言 ,现代农业也是经济增

长的源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虽然不能对经济增长作贡献 ,但是传

统农民完全能够转入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经济 ,传统农业经过改造也会

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他论证说 ,传统农业固然处在一种特殊的长期

的经济均衡状态 ———生产要素和技术长期不变 、人们没有增加生产要

素的动力和动机 、生产要素的供需也长期均衡;但是 ,这不意味着其生

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 ,也不意味着有阿瑟·刘易斯所言的隐蔽失业。相

反 ,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其实是善于斤斤计较的牟利者 ,有能力优化配置

生产要素并对价格与供求关系作出迅速精密的反应。传统农业之所以

出现停滞 ,不是因为农民不会做企业家 ,而是因为资本收益率太低 ,即

传统农业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价格太高 、收益率太低 ,农民的储

蓄与投资都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这个问题只能运用一系列以经济刺

激为基础的市场制度 ,同时引入廉价高效 、有利可图的生产要素特别是

现代技术加以解决。而且 ,由于人力资本在资本构成中的重要性 ,由于

技术说到底关乎人的素质 ,农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也就变成主要向

农民进行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中教育是首选),使他们获得新技能

新知识。作为经济学家 ,舒尔茨强调以上分析并非文化研究;因为传统

农业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社会 ,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没有固

定联系 ,所以传统农业是一个经济概念 ,宜从经济上 ,而不宜 ,或者不需

要从氏族社会的文化特征 、制度结构差别 、农民特殊品德上去分析传统

农业的特质和传统农业的停滞问题(舒尔茨 ,1987:20-23)。但是 ,他

的上述立论 、论证还是立基于提出对于农民及其动机 、需求 、行动类型

的理解 ,即农民与农业不仅完全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构成 ,而且农民本

来就是精明恰似资本家的理性牟利者 , “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

激 ,农民将会点石成金”(舒尔茨 ,1987:5)。

恰亚诺夫理论长于解释农民停留在传统农业经济中的现象 ,舒尔

茨长于解释农民经济为什么能在市场经济中存活 、转化 。但是 ,舒尔茨

的经济学分析却比较忽略社会学与社会史研究者所关注的传统农民转

向现代经济方面的困难 ,以及农民对此做出的复杂的甚至是混乱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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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反应(孟德拉斯 ,2005:20 、34-46 、158-163)。① 在这方面 ,斯科特

关于东南亚殖民地时代被从自然经济拖向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农民与农

民经济的研究 ,提供了一套关于农民复杂反应方式的解释:农民在特定

条件下出于生存理性而会要求安全第一 。斯科特指出 ,亚洲稻农家庭

在偏好等级中并不把平均收入最大化排在第一位 ,而是把生存作为目

的 ,把规避风险 、安全生存作为关键 ,即生存安全比高平均收入更优先 。

不过 ,他说这种偏好是环境使然。亚洲稻农家庭的生态环境 、政治环境

使农民经常面临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尤其是粮食危机 ,而周期性的食

物危机则影响亚洲稻农的价值观与习惯 。由于粮食不足 ,农民家庭一

方面要全力生产大米 ,以养家糊口 、交换日用品和“满足外部人的不可

减少的索取” ;另一方面则要尽可能作出有利于生存下去的社会安排 。

被称为平均主义的一些东西 ,以及“互惠模式 、强制性捐助 、公用土地 、

分摊出工等等都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的欠缺;否则 ,这种资源欠缺就使

他们跌入生存线之下” 。这就产生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触犯上述各

种有利于生存的社会安排 ,就意味着触犯农民生存底限 ,会被农民视为

不道德 。而“外部人”对农产品的盘剥并非一概不被接受 ,但是索要如

果超过农民养家糊口的底限及其标准 ,对农民就是难以忍受的不公正 。

前者会受到农民的排斥 ,后者则会招致农民不顾一切的激烈反抗 。他

本人因此把这种生存伦理置于分析农民的政治活动 、起义反叛的中心

(斯科特 ,2001:1 、3-4 、7 、13)。

另一方面 ,斯科特说农民恐惧食物短缺而产生生存伦理 ,等于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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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学家也能提出相应理论解释。不过 ,这些解释主要关注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
题;而且,自列文斯坦(E.G.Ravenstein)在 19世纪末提出劳动力转移的“推—拉”理论 ,刘

易斯(W.A.Lewis)在上个世纪 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 60年代费景汉(John C.
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对该理论作出补充 ,一直到 70年代钱纳里(H.B.Chenery)和

塞尔昆(M.Syrquin)提出多国模型 ,经济学家们一直更习惯于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讨论劳

动力转移的动因。其共同之处恰如林毅夫所自谓:“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征在于它的研
究以`人的行为是理性的' 为其最基本前提。理性的定义则为`一个决策者在面临几个可

供他选择的方案时 ,会选择一个能令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 ”(林毅夫 , 2005:2)。
在这种视野中,农民的理性与市民的理性的异同问题不受重视。舒尔茨的理论也是基于

同样的立场。但是 ,人口迁移 、劳动力转移动因分析 ,并不适合拘限于一般性的收益成本
分析框架,显然需要采取更大的社会学视野。在这类经济学研究中 ,较有意思的可能是

斯塔克(O.Stark)在上个世纪 80年代末使用的“相对贫困”说。他在解释劳动力的国际转

移问题时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取决于预期收入之差 ,还取决于他在本地及接收地所
感受的相对贫困。这个假说的最大价值 ,恰好在于它容纳了社会学的某种眼光。 采取这

类眼光 ,可能会更好面对中国农村人口迁移问题。



“庄稼歉收的农民并非胡乱地作出反应”(斯科特 ,2001:214),也就是说

承认亚洲稻农的生存伦理是对生存环境的自觉的理性的适应 。因此 ,

所谓 “道义经济学”与伦理至上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 ,它本质上是一种

生存经济学 ,是农民们为生存所作的社会安排 ,目的是帮助家庭不要无

助地跌入生存线之下 ,不是因为农民有什么特别的天生的伦理偏好 、道

德良心。而它与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利润最大化追求的区别 ,首先在于

农民采取安全第一原则是被迫的 ,是由于大多数农民缺乏土地 、资本和

外部就业机会 ,只能挣扎谋生以求免于灭顶之灾 ,根本没有条件和机会

做后者所做的事 ,而不是因为农民缺乏经营理性和追求最大的平均利

润的能力 。用斯科特的话说:“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的收益最大化 ,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典型的情况是 ,农民耕种者

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 ,并不想通过冒险而获得大成功 、发

横财 。用决策语言来说 ,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

失的主观概率。”这就是所谓“安全第一”原则(斯科特 ,2001:5-6 、31)。

斯科特之论固然受到普波金的质疑(Popkin ,1979),但也获得不少

支持(例如:Netting ,1993;San , in Shanin ,1987)。在本文看来 ,至少斯科

特从农民这一边出发作理论解释的策略是明智的 。他所谓农民生活在

生存线附近 ,需要安全第一 ,农民的各种安排都是为此作出的 ,也是一

个关于农民行动及其效度的不错的解释 。他回答了两个问题:首先 ,关

键问题似乎并不是农民作不作理性选择 ,而是所谓理性选择并不仅仅

指向经济收入最大化 ,经济安全可能也是理性选择的选项。其次 ,农民

生活当然并不仅仅是经济生活 ,因此经济之外的安全 ,诸如社会安全 、

政治安全等等 ,也在生活考虑之内 ,特别是当这些安排关乎生存保障的

底限时。就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 ,在以上三种理论资源中 ,斯科特

的理论显然更适合被用来解释农民对于城市化的矛盾态度。当然 ,要

引入道义经济学关于农民的安全需求说来说明本文要解释的问题 ,起

码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其一 ,斯科特已经发现安全第一原则体现在

农民秩序的诸多技术 、社会和道德的安排中 ,尤其是在社会分层 、乡村

互惠 、租佃和税收等四个重大领域内(斯科特 ,2001:44-71)。不过 ,相

对而言 ,他更为注意安全第一原则的广为存在 ,而不大注意农民的这一

类安排的需求结构。其二 ,他所述的具体历史内容并不适合直接解释

中国目前的农民问题背景 ———至少中国的农民并不像当年东南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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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被资本主义殖民过程“拖”或强制进入市场经济。①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主张以恰亚诺夫 、舒尔茨之论补正斯科特 ,综

合提出以下假说:

1.农民是有理性或有生存理性的;农民的生存理性不仅指按家庭

条件去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 ,还指按家庭条件去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安

全性 ,表现为平衡收入最大化与生存安全化这两种需求 。

2.农民关于安全的绝对标准是可以养家糊口 、生存下去;相对标

准则是改变生产 、变动生活时不降低既有生活水平和安全感 。②

3.农民的具体选择办法是:(1)在资本数量或外部就业机会与条

件充分的情况下 ,会如舒尔茨所分析的那样 ,接受扩大投资或接受外部

就业 。(2)如果资本数量与外部就业机会都缺乏 ,会倾向于恰亚诺夫所

述的消费生产均衡模式 ,并有可能排斥不利于生活与消费均衡的选择 。

(3)在扩大投资 、外部就业都有可能但不够确定的情况下 ,则采取斯科

特所述的佃农的四条公正标准进行判断 ,即:A.不降低生活水平(使之

面临风险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剥削性制度);B.避免更糟;C.要求互惠与

平等交换(对仅有利于交易对方的不平等交换会感到不公正 ,产生道德

义愤);D.要求公正的价格与合理性。(4)农民会接受在此四个界限以

上的 、被认为是公正的变化 ,甚至因此被引向现代市场经济;而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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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谓安全,一般当指外部无威胁 、内心无恐惧的状态;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人类

发展报告》曾提出人类安全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免于诸如饥饿 、疾病和压迫等长
期性威胁;二是在家庭 、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免于突如其来的伤害 、骚扰(United

Nations ,1994:2)。

有趣的是,以上三种理论资源并非绝对不相容。至少 , 这三种理论都倾向于把农民看成
某种理性选择者(至少在目标选择方面)。所以 ,恰亚诺夫说农民不做纯粹牟利的企业主

是理性的;舒尔茨说农民在经济上 、哪怕在传统农业中都是极有理性———虽然两人都没
有像孟德拉斯那样明确地区分“传统的理性”与“经济的理性”(孟德拉斯 , 2005:142-

143)。斯科特显然与恰亚诺夫相当一致(斯科特 , 2001:16),只是他更强调农民在生存选

择上的理性 ,并且表明农民所持道义尺度也是出于生存理性 ,努力说明农民一旦奉行安
全第一原则 ,就会在社会生活 、政治行动 、伦理法则各个方面做出相应安排 ,这些安排与

农民家庭的谋生经济是一致的 、整合性的。因此 ,严格说来 ,他是把恰亚诺夫的发现与解
释 ,拓展到了亚洲稻农经济类型并成功解释了亚洲稻农的政治 、社会行为选择。另一方

面 ,道义学 、经济人的概念同样都指明或默认农民动机中的安全维度:一指在经济生活内

控制增长与维持之间的风险度 ,避免把经济变成纯粹不可控的冒险型牟利。所以 , 舒尔
茨也承认“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接受一种新生产要素的速度取决于适当扣除了风险和不

确定性之后的利润 ,在这方面 ,传统农业中农民的反应和现代农业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
反应相类似”(舒尔茨 , 1987:26)。二指在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比重上 , 控制平衡 ,

避免失衡并引起生活失控。所以 ,所谓农民“道义” ,在生存理性的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
为有“安全”的生活。



限 、被认为严重不公正的变化 ,通常会被农民判为不安全而遭到农民

排拒 。①

4.某些特别的历史背景 、问题背景会影响特定区域 、特定时期的

农民关于公正的判断 。以中国目前情况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

独特的社会主义进程以及独特的社会主义传统 ,使某些东西变成中国

农民特别敏感的问题 。特别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 、城乡

居民户籍身份制度 、城乡不同的人口生育制度 ,以及农村土地随着土改

运动 、集体化运动以及推行联产承包制等而不断改变性质和经营办法

等等 ,显然直接影响了农民对政府的农村政策调整的态度与判断 。就

内容而言 ,一方面 ,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农村投入很少 ,至

少没有像市政投入那样向农民 、农村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 ,农民在

享用公共物品与服务方面长期没有获得国民待遇 ,社会保障程度很差 ,

结果在这方面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期望反而不高 ,通常也不对地方政

府拖延提高或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施加激烈的压力 。但是另一方

面 ,由于农民长期被迫以土地 、多生育人口作为养老和自我保障的基

础 ,结果土地性质与土地分配 、计生政策等等 ,也就成为农民生活中最

重要的内容 ,国家与集体在这些环节上的任何损害 、减少农民已经获得

的权益的安排 ,都会被农民视为损害其安全 ,农民对此极其敏感和反

感。就方式而言 ,长期以来政府习惯于运用国家权力高效地动员和组

织农村和农民 ,甚至运用这种方式推行村民自治制度 ,农民在接受政府

的制度安排方面总体上是温和的 ,不构成对抗(毛丹 , 1998)。这种政

治文化作为惯性力量 ,还会继续减轻农民对于地方政府的各种农村政

策安排的排拒。但是 ,在实行村民自治多年以后 ,很多地方 ,尤其是风

气相对开化地区的农民毕竟开始使用村民自治的规则看待村庄治理问

题 ,甚至开始以此衡量地方政府对农村 、农民问题的处理是否越界 ,这

种情况会激发农民的维权意识 ,或对地方政府的越权行为产生不满 ,从

本文中可以看出农民的政治权力意识与政治安全意识上升 。这个背景

总的说来会使农民特别注意在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领域集中运用安全经

济学标准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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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布劳和涂尔干的观点 , “在实际的交换费用之外存在着`社会公正准则' ” , “两者之间

的差距成为人们借以评价一种关系公正与否的标准。交换中高于公正价值的剩余额 ,促
进人们作出交换合理的反应;而亏空额则激进人们的被剥削感”(斯科特 , 2001:206-

213)。



三 、J市农民安全选择的三组案例

使用以上假说可以对城郊农民不欢迎撤村建居的问题做出以下一

般性解释 。

(1)撤村建居在理论上被设想为使农民获得新的身份 、居住环境 、

就业机会 ,甚至还会获得若干新资本 ,因此不应该被农民视为降低收益

机会 、降低安全系数 。但是 ,目前的撤村建居 、整体动迁 、农转非基本上

是政府工程 ,进程较快较粗。很多农民因为被动卷入而缺乏适应时间 ,

更主要的 ,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 ,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

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 。城郊农民在这个进程中远未获得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所假想的计算收入最大化的机会与条件 ,还经常处在安全短缺状

态。(2)由于安全短缺问题突出 ,农民反而转向寻求低度安全 ,希望保

持既有的 、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 、生活网络 、生活感觉;就是说 ,农民虽

然可能向往城市生活 、市民型安全 ,可是一旦感到不适合做居民 ,通常

会更多地要求保持原有的村民生活和安全 。目前 ,城郊农民对于撤村

建居 、农转非等城市化举措的排拒 ,主要基于农民面对安全短缺而产生

的不安全感 。(3)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进程 ,通常意味着政府并非完

全 ,甚至并非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去搬迁农民 ,而是经常 ,甚至主要依靠

行政力量 。以往 ,在政府 、农民 、市民三方互动关系中 ,农民原本是最被

动的一方 ,因此会对政府工程失去积极性(林毅夫 ,2005:1-29)。现在

政府主导的撤村建居至少不是农民完全自愿的 、可进可退的。这种情

况通常会增加农民的不安全感与排拒程度。

这也就是说 ,城郊农民不愿做居民 ,不能被简单归为经济利益补偿

不足 ,也不是因为市民化的个别条件不够好 ,而是因为从农民安全经济

学的尺度看 ,目前地方政府发起的撤村建居 、整体动迁 、城中村改造等

城市化工程 ,在很多方面与农民的安全经济学标准有矛盾 。下面我们

以浙江 J市的情况为案例 ,具体观察和评价城郊农民在政府主导型城

市化工程中遇到的安全短缺问题 ,以及他们站在安全经济学立场上表

达的态度 。

(一)背景

J市地处浙江省东南 ,十余年来由于城市扩容 ,原来的远郊村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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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村 ,近郊村成为城中村。至2002年 10月 ,市辖三区已有半数以上

共115个行政村是城中村 ,农民总数达 13.4万人。市委 、市政府提出:

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 ,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城中村” 、“城郊

村”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薄弱 、村内建设混乱 、环境卫生恶劣 、社会治安

复杂 、集体经济管理体制落后 、干群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 ,影响城市

整体功能的发挥 ,成为 J市城市化进程的瓶颈 ,必须通过撤村建居彻底

解决问题。另一方面 ,该市已经具备城中村改革的思想基础 、群众基

础 、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 ,故决定在 J市下辖三区和市县城区开展“撤

村建居”工作 。市委 、市政府强调 ,这“是积极推进城市化 ,提前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势在必行。做好这项工作 ,有利于理顺城市管理

体制 ,促进城市资源合理配置 ,发挥城市的集聚和带动功能;有利于打

破城乡二元结构 ,加快农村向城镇转变 、农民向居民转变;有利于维护

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合法权益 ,确保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J 市市

委 ,2002)。市委分管领导还要求把它“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基

本构建大城市框架和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平台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来抓”(J市撤村建居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2004:动态 11)。

J市还根据H区于 1986年对城区 11个村 、J区于1991年对 L村的

撤村建居的经验 ,以及杭州市和宁波市 、广东省珠海市的相关方案 ,确

定撤村建居的主要内容:撤消行政村建制 ,建立社区居委会 ,理顺城市

管理体制;将农民就地转为居民 ,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解决居民的

后顾之忧;实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改革 ,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户(个

人),使农民成为股民;实施旧村改造 ,建设文化社区 ,等等。考虑到工

作难度 ,市委 、市政府一方面组建专门机构 ,成立 J市撤村建居工作指

导小组及办公室 ,责成区 、街道 、村各级也建立领导小组 ,并规定 J市市

委各部委 、市政府各局办都明确分工 、分管领导及联系人。另一方面 ,

规定所辖三区的撤村建居工作分批 、分阶段 、分层次进行 ,在资格方面

作了明确规定 , ① 明确工作重点依次为解决村集体资产的摸底与股份

制改造 、农转非 、社保 、就业等 。此外 ,在形式上也强调撤村建居工作要

合法 、合程序 ,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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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委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撤村建居:1.因土地征用等原因被一次性整体搬迁的

行政村;2.现有的集体耕地人均不足 0.1亩(以常住农业人口计算)或耕地总量不足 20

亩的行政村;3.虽然土地人均超过 0.1亩或总量超过 20亩 ,但因建设需要土地即将被征

用或主动提出要求建立社区居委会的行政村”(J市市委 ,2002)。



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法规(J市市委 ,2002),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

规定(J市撤村建居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 2002:动态 3)。以上工作部

署的形式是严密的。不过 ,由于各村集体资产的摸底 、股份制改造 、社

保等各项工作环节的难度都大 ,村民的积极性不高 ,工作细则不易制

订 ,各区的撤村建居不但没出现冒进 ,反而很缓慢 。2004年 1 月曾确

认三区符合条件的村共有 99个 ,至 2004年 10月三区列入试点的村共

10个 ,正式开展试点的仅 8个 ,其中还有一些村被认为是中途停滞的 。

J市有关部门认为主要原因一是区和街道 ,特别是一些村的干部思想

顾虑重 ,二是实际操作有难度(有些历史遗留的财务问题难解决 , 20多

类人员的类别和政策难界定 ,各村情况不一而难以统一政策),三是政

府部门工作还不到位(J 市民政局W 副局长 ,2003)。这一类总结材料

多少表明 J市这一轮撤村建居试点跟其他地方相似 ,也招致了农民的

一些不满与抵触 ,这实际上是试点工作推进较缓的主要原因(J市民政

局 ,2003)。

那么 , J市撤村建居试点村农民的主要不满意究竟是什么 ? 这些

不满是否基于其安全性需求及判断 ?

(二)案例 、讨论

案例一:XF 村 ,地处 J市城区 ,2004年 9月根据街道安排组建撤村

建居工作组 ,第一步工作即村级集体经济社区股份制改革 。当时村集

体净资产账面额(未评估)2700万元 ,可分配收入 350万元 ,耕地 84亩 ,

人口 890人。该村的工作进度不快 ,至今尚未完成股份制改革 、农转

非。政府方面认为问题主要有二:一 ,建房问题。该村已有十年未批村

民宅基地 ,原建房规划点被市政公共建设项目征用 ,目前无合适土地提

供给村民 ,而村民符合建房申请条件的有250多户 。村民不满意 ,且担

心撤村建居后更无机会建房。二 ,留地开发问题。2001年因 J市老年

公园建设征用村留用地 , J区政府同意补偿该村某地块的土地 ,由 XF

村按规划要求立项报批 、开发 ,土地出让金的 J区政府所得部分返还该

村。但是该村向 J市建设规划部门申报留地建设项目时 ,发现该地块

已经批给港务部门作为石化作业区建设项目用地 。问题无法解决 ,村

民有意见(J市撤村建居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2004:动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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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XF村的村干部和农民看来 ,问题还不只这些 。

(1)在市民化待遇方面明显不公平 ,特别是土地征用费太低。从上

个世纪 70 、80年代开始 ,市 、区共征走村里土地 494亩 ,共付给该村 100

多万元 ,平均每亩价格只有 2000多元 。而 2005年村留地如作商用开

发 ,每亩市价为 414万元 。村民认为差价太大 ,政府应作补偿 。此外 ,

按国家规定的征地比例 ,该村应得村留地60亩 ,远未达到 ,也使村收入

大幅受损 。

(2)村集体经济前景堪忧。村民多年未建房 ,现在只有少部分住房

条件尚可 ,很多人还住在“大寨屋”里 , ① 村民称:这类社区狭窄 ,而且

卫生条件无法改善 ,消防车都开不进去 ,房子不值钱 。所以 ,大部分村

民不能像其他城中村居民那样依靠出租房获得收入 ,对村集体依赖性

强。村里曾将征地后村留资金共 100多万元集中起来 ,加上征地后未

安置人员的补偿费(每人平均不到 5000 元),用于集体办厂 ,最后亏损

几百万元 。此后 ,村里主要靠出租村集体房屋 ,2004年收不抵支;2005

年获得租费 406万元 ,用于发放村民养老金 380万元 ,其他用于村干部

工资 、村民旅游 、误工补贴等 ,还剩几万元。同年 ,为配合撤村建居 ,村

里统一办理农保 ,村集体共欠付 1000多万元 ,2007年开始 ,如不能付清

则必须每年支付利息 20多万元 。村集体负担沉重 ,但是支出仍趋上

涨。有些村民代表还提出 ,如果变成居民 ,要像城里人一样加工资。村

干部和村民担心这样下去生活会没有保障 ,有些村民觉得村里已经把

子孙后代的饭都吃掉了。村干部向政府反复反映情况后 ,区 、镇两级政

府已经同意将 7亩地拨还给村里作村留地 ,用于房地产开发。由于房

地产业现在进入低谷 ,地块也欠好 ,目前总价卖不到 1000万 ,还无法还

清农保费 。

(3)政府一些重要政策不落实。首先 ,粮食返销不落实。当年政府

征地时规定 ,村民可按国家商品粮价格购粮 ,籼米价每斤 1角 3分 6

厘。但是 1994年国家放开粮价后 ,再无国家返销粮供应 ,村民每年要

为此多支出100多万元。其次 ,征地后安置人员太少 ,村里被安置人员

仅470人 ,平均不足 1亩 1人(应达到 1亩 2人)。第三 ,1997年时 J市

农转非的指标费为 2万元 ,村里征地安置人员的指标收归政府买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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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470名被安置人员虽然落实工作 ,但都没有农转非 ,户口留在村

里不转 。这些人后来娶妻生子 ,嫁入人口 、新增人口也都落户在该村 。

到现在 ,村里的土地大部分征走 ,人口不但不减 ,反而增加 500多人 ,明

显加重了村集体经济负担 。

(4)有些新办法引起新问题 。XF 村已经列入撤村建居试点 ,按原

来规定要一律实行农转非。不过 ,国家有关部门最近提出农户原则上

可自愿选择户籍 。村干部认为如果本村实行或仿行此办法 ,多数人都

愿意回去做农民 ,特别是原来 470个到单位做工的 ,现在大部分都已经

下岗 ,有些人每月只拿二 、三百元 ,所以肯定会要求转回来做农民 ,村里

根本无法安排(毛丹 ,2006)。

讨论:这个案例表明 ,(1)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虽然事先有研究有

设计 ,细致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一些政府工程 。但是 ,地方政府的估计

与村民看问题的方法 、尺度与结论 ,都有很大距离 。可能与此相关 ,面

对严重牵扯农民利益 、安全需求的问题 ,地方政府一开始依据的法律法

规显得特别粗放 ,几乎没有一项可以被用来细致处理村民关心的重大

问题 ,尤其是无法处理村民提出的土地征用补偿方面的一些合理要求 。

这些问题客观上把村民置于利益受损 、经济不安全 、公平感受挫的气氛

和环境之中 ,并且激发村民在安全经济学上的警觉度。(2)村民站在安

全经济学的立场上并不一般反对农转非 、农转工 。1997年以前很多人

在征地后乐于接受农转工(虽然未同时进行农转非),因为当时工人工

资收入高于村民 ,且还有其他的企业和单位的附着福利 。现在村民转

而排拒农转非 ,因为原有企业人员大量下岗 、就业困难 ,城市户籍的附

着利益也已经被村民认为低于农村户籍 。在这个态度转变过程中 ,村

民们的取舍尺度其实是前后一致的 ,首先是要在经济上不降低水平 ,至

少能够“避免更糟”。同理 ,村民认为村集体经济虽然前景不清 ,但是对

股份制改革却不看好 ,也是因为村民认为它不见得会提升村集体经济 ,

反而有可能增加其风险。有些村民抱怨村集体一次性交付农保等于把

子孙的饭都吃了 ,大抵也是因为担心今后家庭经济水平无保障 ,或认为

这个办法比现存的村福利分配办法更不好。由于这些工作都被政府安

排为撤村建居工程的重要阶段或重要组成内容 ,因此 ,村民对这些问题

的担心和不满 ,也就自然被转为对整个撤村建居工程的不满 。(3)村民

还同时使用平等互惠 、价格公平这两种安全经济学尺度 ,考核交易是否

可以接受 ,考核外部力量对待他们生活变动的安排是否可以接受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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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地不仅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 ,而且还承担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 ,

村集体土地则是村级公共保障的重要基础 ,因此征地问题 、征地价格问

题在撤村建居过程中被村民特别多地用于检验政府对村民是否持互惠

态度 、政府对村民是否公平。目前征地中交易价格存在着巨大的 、显在

的不合理 ,直接触发了农民的不认可态度。这种气氛有时还进一步扭

曲政府某些积极措施的本意。在本案例中 ,区 、镇政府返还 7 亩地 ,是

为了补偿村民损失特别是解决该村农保资金缺口 ,可是在该村特定背

景下 ,有些村民反而认为这不过是多年来村里为政府作牺牲而得到的

惟一一点补偿。这个补偿甚至刺激村民去倒轧账 ,计算过去其他被征

地的价格差 ,结果 ,不公平感 、无权利感更加强烈。(4)在大多数涉及村

民切身的 、重大的利益问题上 ,村民认为自己的左右力很少或没有。特

别是在征地补偿问题上 ,由于村民不能享受早年被征地的升值部分 ,另

一方面 ,政府虽然上调征地补偿费 ,平均每亩上调 5千元 ,但调价后仍

然很低 ,一类地最高补偿安置标准为每亩8万元 ,除小部分特殊区块最

低标准为每亩 3万元(J市撤村建居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 2003:动态

8)。村民为此提出了进一步合理调整的意见(或主张配合政府办理撤

村建居手续但缓征土地 ,或提出宅基地建设指标未用的应予以置换),

但是 ,这些意见通常并不能被地方政府采纳 ,有些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

中也无法被采用 。村民没有与地方政府谈判的资格与能力 ,明显有权

利失落感或某种政治欠安全感 。

案例二:SYQ村与 HJ村 。SYQ 村在 1997年由街道发动村民农转

非 、买户口 ,每个指标 3500 元 ,由街道和村里补贴 ,年纪大的可打折 。

全村 90%以上人口约 350多户都买了居民户口 ,还有 20多户称缺钱而

未参加。农转非者第一年领到了油票 ,但是以后就没什么居民待遇了 。

现在 ,村(居)民觉得撤村建居与城中村改造工程有三个特别大的问题 。

其一 ,该村女子农转非后出嫁 ,按村规民约应将本人户口迁到嫁入地 ,

实际上非嫁农者却迁不进农村 。在当地很多地方 ,如果以农村户籍迁

入 ,可以在迁入村申请一间“通天房”① 地基 ,造好可卖几十万元 。因

此 ,非嫁农者的经济损失极大 ,很多人要求放弃当年买户口的钱 ,但要

非转农 ,以便让户口随嫁而迁 。该村的人大代表多次向区人大反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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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没有解决。结果 ,村里凡是农转非的女性(以及户口跟母亲的孩子),

出嫁后户口都挂在村里 ,村里人口规模失常 ,村干部十分担忧。这些妇

女提出要求:既然不让迁出 ,就应该让她们在村里分立新户头 、批宅基

地 、造房子 ,不能公婆那边 、父母这边两头都不享受村民待遇 。其二 ,计

划生育政策规定农民可以生两个孩子 ,居民只能生一胎 。村民 ,尤其是

非嫁农又不迁户口者 ,遂提出政府归还买户口的钱 ,要么允许生两个孩

子。其三 ,村里的两种居民户籍 ,增加了建房问题上的纠纷。1997 年

未参加农转非的村民提出 ,凡转成居民户口者就是市民 ,未转的才是村

民 ,村里的土地依法只属于村民而不是居民 ,居民再像村民那样享受农

民土地政策是不合法的。双方争议难决 ,最后村干部只好以民主治村 、

少数服从多数为由劝阻这部分村民 。由于以上一些情况 , SYQ村村民

对于撤村建居批评甚多。

HJ村 ,属地镇是全国首批 25 个小城镇试点镇之一 。在小城镇改

革试点中 ,村里超过 80%的农户都买了居民户口。与 SYQ村的情况相

似 ,按当地风俗 ,凡妇女嫁出村后不能再享受村里的集体福利待遇。所

以 ,该村集体每年向村民发放粮食补贴 ,今年每人 360元 ,已嫁出村者

不享受。结果 ,嫁出村而户口迁不成的农转非妇女 ,觉得在两边村里都

得不到村集体福利 ,非常不公平。另一方面 ,计划生育工作在各级岗位

考评中被置于“一票否决”的重要地位 ,如果不合格 ,村里所有考评成

绩 、先进奖励都将被取消 ,因此村集体对计生工作非常重视 。该村现在

不仅要负责村里 200多名妇女的计生管理 ,按规定还要管理嫁出村 、户

口迁不出去的妇女 ,工作极度困难。村干部与村民都有抱怨(毛丹 ,

2006)。

讨论:与第一组案例相比 ,本组案例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 ,(1)在撤

村建居中除了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征地问题或征地补偿问题 ,村民的根

本不满还在于他们认为户籍上的福利附着量已经在总体上发生了城乡

倒转 , J市普通市民的户籍优势还不如村民;其中计生 、造房等则被村

民视为村民独享福利 。村民为此觉得撤村建居已经过了受村民欢迎的

时候 ,如果再拆村建居 ,只能降低或取消村民的特有福利。(2)村民觉

得 ,在现行体制和撤村建居进程中产生的不公平问题 ,有些是完全可以

解决的。特别是给予原来由农转非而嫁农的妇女重新转农迁户 ,在村

民看来并不是政府难以面对的问题 ,而且整个 J市已经有 4000余例 ,

数量不少而理应重视;之所以未解决 ,完全是因为村民与政府在权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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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上地位不对等。这种情况难以服人 。

案例三:DFH 村与 XNM 经联社 。DFH 村在 J区老城区 ,在册人口

1202人 ,其中农嫁居 164人。2004年 ,村集体总资产 9400万元 ,全年可

分配收入 326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7005元 ,未被征用土地290亩。该

村的撤村建居被认为进展较快 , 2003年 4 月 ,街道抽调人员组成工作

组进驻该村开展工作 ,2004年 10月已经完成村民社保 、村集体经济股

份制改革等工作 。但是 ,该村仍然因此面临一些大问题 ,村民也有严重

批评 。政府方面在 2004年曾对该村撤村建居工作做出小结 ,说:该村

的撤村建居工作进展较快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村民关心的“历史遗留问

题” ,主要是建房问题与村蔬菜基地的利用或补偿问题 ,如果解决 ,就能

比较顺利地实行撤村建居。所谓建房问题 ,是指该村预留的 100 亩建

房用地因规划转为工业用地 ,村民宅基地有 8年未批 ,而符合条件又未

建房的村民已经达 300多户 ,近 400套。村里提出用预留土地置换合

适地块解决建房问题 ,还未得到政府同意。所谓村蔬菜基地问题 ,是指

该村有 300亩蔬菜基地受化工厂污染 ,被禁止种植 ,影响村民 、村集体

的经济收入 ,该村要求政府尽早开发利用这些土地 ,或者给予村里补

偿。这个问题也尚未解决(J市撤村建居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2004:动

态13)。该村支书(兼 DFH 实业总公司董事长)证实上述两个问题存

在。他同时还表示妇女农转非后嫁到外村不能迁户口以及由此产生一

系列纠纷 ,在该村也是突出问题 ,这些人因为户口问题不能申请造房 ,

一进一出会损失几十万。此外 ,政府在用地规划上变来变去 ,对村民的

不利影响太大(毛丹 ,2006)。

XNM 经联社位于 J市 H区城区 ,有 12个村民小组 , 483户 ,在册社

员1467人 ,尚余耕地26.5亩。全社有集体资产2327万元 ,其中固定资

产1946万元 。2002年社员人均收入 6300元 ,2001-2004年 ,年均集体

经济收入 340万元。该村 2003年底开始撤村建居的动员 、预备工作 。

近一年后 ,H 区“撤村建居办”小结该村工作 ,认为进展由快到慢 ,主要

原因有:(1)家底越摸越复杂 ,社里领导班子的态度也由积极要求变成

消极对待 。(2)养老保险困难。该社累计被征用土地 900亩 ,实得补偿

款900多万元 ,集体仅留 160多万元 ,难以按规定支付在册人员的养老

保险金。(3)如果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社员在新制下的分配办法

与原来分配方式之间有矛盾。(4)土地征用后应招工者的工作难以落

实 ,产生很多空挂名额。(5)城南大厦(社集体资产之一)的产权登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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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 。(6)区政府同意调剂 6亩地给该社作集体留用地未兑现 。(7)该

社原建房用地因规划原因改变用途 ,村民建房用地未落实(J市撤村建

居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2004:动态 13)。

讨论:在这一组案例中 , DFH 村的情况说明 ,政府早期判断撤村建

居的首要矛盾在于村集体资产核定和分配 ,认为只要合理核算原村集

体资产 、实行股份制并把股权落实到人(户),撤村建居的基本障碍就可

以消除 ,村民将因为脱离对集体资产“人人有份而人人无份”的局面 ,得

到实利而不至于反对撤村建居 。实际工作展开后 ,具体工作部门渐渐

注意到 ,而且承认村民的“建房” 、“土地” 、就业等问题 ,都是村民关注

的 、直接影响其今后生活的关键性问题 ,能否妥善解决 ,也将直接左右

村民对于撤村建居的态度。XNM 经联社的撤村建居启动时间迟于

DFH村 ,地方政府的认识能力较以前有提高 ,对问题的认识更为切实

和全面 ,但是总体上仍未充分注意村民变居民后面临的经济不安全 ,以

及其他的生活不安全问题 。在 XNM 经联社的各项问题中 ,第 2项问题

表面上只是社员的社保费数额巨大 ,社集体难以一下子付清 ,实际上还

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社集体投保将使社集体经济陷于困境 ,同时也

直接 、严重降低社员目前的经济 、生活保障。第 3项问题之所以让一些

社员不满 ,看似因为部分社员的已有收益因股份制改造而直接受损 ,但

是还可能因为将来股份制企业运作不明朗 ,让社员感到风险有增无减 。

第4项问题 ,径直说就是社员在城区中找不到合适的事做 ,普遍面临就

业难 ,在高收入企 、事业就业则难上加难;不妨称之为就业不安全 。第

5 、6 、7条 ,其内容直接关系社集体与社员的重大利益 ,均未解决。而且

还在村民中造成一种不良感受:凡政府要求村社做的事 ,村社不能不

做;而村社要求政府按责应做的事 ,政府可以缓兑现甚至不兑现 。村社

缺乏应有的权力与地位 ,社员感到不满是难免的。然而 ,政府部门显然

对这些现象理解不深 ,因此 ,虽然也提出要创造有利条件解决该社遇到

的实际问题 ,但是主要应对办法仍然不外乎做细致思想工作 ,根据实际

尽快出台改制方案等等 ,前一个办法显得空泛 ,后一条措施显示政府部

门还没有意识到:大部分撤村建居村的大部分村民目前的主要关心可

能不在于如何使经济收益最大化 ,而是如何维持已有的生活安全水准 。

(三)一些新情况

还有一些情况未列入上述三组案例作重点陈述 ,但是在各试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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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存在:(1)就业不安全问题在各村壮劳动力中特别突出。用某位街

道分管农业副书记的话说 ,各村 60-70 年代出生者普遍素质不行 ,找

不到工作;① 80年代后出生者在城区找工作好一些 ,但他们一般不是

各户户主。(2)各村的社保落实难度大。而且 ,如果按低限投保 ,对村

民的吸引力可能不够 。如果像 DFH 村那样选择较高标准 ———以省职

工平均工资 100%为基数 ,补交 15年 ,由村集体负担并统一办理手续

(295位已到社保退休年龄者领到每人每月 546元社保退休金),此标准

又不具备普遍可行性 。如果地方政府采用返还各村若干土地作村留地

的办法 ,帮助各村解决农保或社保资金缺口 ,又牵扯出其他复杂的法律

与政策问题。(3)与撤村建居相关的城中村改造需要大量资金 。特别

是 ,如果把 J市各区 、市的城中村的排排房 、通天房基本都拆除(J市建

设规划局办公室 ,2003),可能会使村民不胜其负并且直接加剧村民对

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感 、不安全感。(4)街道干部 、村干部强调 ,试点村以

及其他失地程度较高村的村民年纪大一点的无所事事 ,很多年轻的则

不想做事 ,主要靠出租房收入生活 。其社会生活态度 ,按本文的说法属

于既不发展社会网格 ,也不发展社区网络。(5)试点村村民对于改制后

的“股份公司”的规章不熟悉 ,既不能左右这类公司规避市场风险 ,也不

清楚市场破产机制是什么。这种需要预先阐明 、让人正视的市场破产

机制 ,没有被预先阐明或强调 。部分村民和村干部对此担扰 。(6)与市

民混居可能面临的文化歧视 ,还未被试点村的大多数村民正面意识到 ,

但是根据一些更大城市的前鉴 , J市的村民今后也会不同程度地遭遇 。

上述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中长期的社会过程 、市场过

程去解决 、缓解或转移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政府政策予以当下解决或

缓解 ,在笔者看来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2003年 J市分管副书记在工作

汇报会上提出撤村建居工作要切实解决好五大现实问题 ,即:失地农民

的社会保障问题 ,妥善处置集体资产 ,村民的住宅 ,集体建设用地 ,农村

政务 、财务两公开(J市 X副书记 , 2003)。其言亦恳切 ,其意亦正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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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市民政局的调研报告也称:“城市快速包围农村 ,土地被大量征用 ,这种`压迫式' 的城市

化速度之快很难使农民短时期内都能找到新的职业 ,农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的问题相当
严重。而近年来 ,我市对被征用土地人员主要采取的企业招工和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

这两种安置形式(另辅之以村留地安置方式)逐步暴露出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民劳

动素质相对较低 ,容易被淘汰;企业经营不善破产后, 农民重又一无所有;实施一次性补
助费 ,在政府支付额 、村集体分配等方面各地均存在很大差别 , 而村集体 、村民如何用好

补助款更是一个大问题”(J市民政局 , 2003)。



还是显得未反思政府推动的方式本身会造成哪些缺陷 ,也不曾感到撤

村建居首先应该符合农民安全经济学标准 。2006年 J市 Y县在撤销

了63个村 、居 ,组建了 27个社区后 ,甚至把“注重政府推动”作为首要

的工作经验(J市 Y县委 、县人民政府 , 2006)。有一些官员开始意识

到 ,农民对撤村建居不积极 、有怨言 ,是因为农民身份附着利益已经超

过市民身份附着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农转非对农民意味着某些损

失。例如 , J市民政局在讨论农民不愿转户口 、出现城中村的原因时 ,

认为 ,近年“城镇居民享有的种种特权逐步消失 ,农民进城的门槛一再

降低 ,而农民却依然享有城镇居民无法享受的生育制度 、宅基地审批等

制度 ,于是形成新的城乡反落差 ,使得已进城的农民不愿放弃农民身

份”(J市民政局 ,2003)。这种认识比较切近农民的感受与选择标准 ,可

惜这些部门也并不细致考虑撤村建居工作如何在不损及村民利益与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 。

四 、进一步的讨论

J市远未完成城中村 、城郊村的撤村建居 。地方政府当然有能力

完成整体动迁。但是 ,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很明显:由于农民动迁并不等

于市民地位的获得 、工作能力与条件方面的适应 ,城郊农民更多地还愿

意留在城郊 ,或保持农民身份 ,其衡量尺度则是农民安全经济学 。在这

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如果简单动用政府权威 、行政力量实施动迁和改

造 ,就算动迁完成 ,农民(尤其 30 、40岁以上者)多半还是不能很好转入

市民角色 、实现市民化。作为案例 , J市城中村与城郊村农民的担忧所

能直接呈现的只是若干村庄的问题 ,然而“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允许我

们把它当成个别农民的局部环境 、个人性格与能力的问题 ,当成某些农

民的病态心理 ,而是要把似乎是城中村 、城郊村农民的个人困扰问题与

社会变迁 、制度冲突等问题联系起来看 ,把它当成一个典型的“社会结

构中的公众论题”(米尔斯 , 2001:7-9)。以此视野看 ,目前城市的生

态 、工作 、生活环境 ,总体上还不能给撤村建居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安全 ,

甚至还会使农民面临安全整体性降低的威胁。在此意义上说 , J 市的

城中村 、城郊村的农民不愿 、至少不很愿意做市民 ,不仅呈现了农民的

安全经济学通则 ,而且呈现了社会结构的一般性问题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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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政府认为城郊农民进城有利且会欢迎 ,其潜在判断是把农

民视为现实的牟利者 。较之简单判定农民为保守传统者 ,这个判定要

切实 ,但是另一方面却低估了城郊农民的安全短缺状态和安全需求 ,高

估了地方政府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 。城郊农民遽尔被政府安排进

城做市民 ,相当于让城郊农民突然由一些古典社会学家所说的社区

(community)转入社会(society),由一个同质性的熟人社区转向一个异

质性的匿名的社会 , ① 完全有可能面临整体性的不安全 。因为它意味

着城郊农民离开小型的 、熟悉的社区经济 ,进入不很熟悉的 、大型的城

市经济(Shaffer et al., 2004),农民原来的地方性知识 、技能往往大部分

变成没有用处 ,农民可能立即就从一个农业或兼业的专家变成没有专

长 、无依无靠的失业劳动力(斯科特 , 2004:341))。目前中国城市的生

态 、工作 、生活环境 ,常常不能给整村迁移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安全环境 。

农民将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不适应和不安全 ,首当其冲的是就业不安

全。主要原因是城郊农民(特别是 30 、40岁以上 、作为各农户主要劳动

力的户主)一旦作为居民谋求就业 ,其人力资本(不是指其天赋条件 ,而

是指舒尔茨所说的后天经过投资而产生的人力资本)类型往往不适合

大多数企业的要求 ,要么难以就业 ,要么就业而难以持续 ,要么只能在

相应的低技术 、低工资 、劳动条件与劳动纪律都较差的企业就业 。陈映

芳小组在上海曾发现“大多数农民在征地前后并未实现职业地位的上

升流动”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城镇户口的附着待遇减少” , “政府与征地

单位的缺位与失职” ,“个体的因素” 。所谓“个体的因素” ———主要指被

征地农民的文化程度低 、年龄比较大 ,然而这个因素未必真是“个体”

的。城郊农民谋求就业者的大龄 、低学历 、专业化程度低 、工作可被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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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尔斯曾注意到经典社会学家们关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会的一系列区分 ,都是围绕着这

个历史性转移的现象(米尔斯 , 2001:164)。但是 ,按纽比与巴特尔的更细致的分析 , 滕尼

斯的“`社区' 和`社会' 的原始类型学原来只适用于表达人类群体关系 ,没有任何特定的
地理参照”;到了索罗金 、齐默尔曼的《城乡社会学原理》(1929年)则被具体用来说明城 、

乡特征 ,他们建立了“城乡连续体”模型 ,去反映 、解释城市和农村社会的本质及其关系。
然而 ,从刘易斯开始 , “一系列社区研究分析都对作为解释体系的城乡连续体的效用提出

了质疑” ,特别是波尔强调社区与社会两种类型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惟一一种连续性 ,城市
对农村的冲突与压力反而是基本问题(纽比 、巴特尔 ,2005:563-564)。换句话说, 波尔之

论不仅一举破坏了索罗金和齐默尔曼的概念体系的权威性 ,而且表明了城 、乡社会之间

由于社会基础、社会性质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冲突 ,远远比城 、乡各自受“地理环境强制性
限制的社会联系”特征要来得重要———后者可以通过农村居住者迁入城市环境加以解

决 ,而前一类不同则不是简单搬迁农村居民就可以消除的。



代性强等问题 ,说到底是人力资本类型与城市企业的要求不契合 。而

且 ,城郊农民的人力资本 ,就其受教育的程度与类型 、职业获取能力而

言 ,以及就城郊农民进入城市企 、事业所需训练与现实中可能得到的教

育与训练的巨大差距而言 ,根本不是目前政府提出的对农民的初级 、短

期职业训练所能解决的———这些训练主要还是着眼于各种初级技能训

练 ,或更多地适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要。① 很显然 ,城郊失地农

民不能或没有能力进入城市的大多数企 、事业 ,就意味着城郊农民并未

真正获得市民的生产能力 、就业资格 。这是城郊农民的生产安全需求

被激发 、并且产生生产与就业不安全感的基本背景 。

2.城郊农民被动进城后在就业环节上不能很好融入城市 ,直接导

致其社会网络重建困难(虽然还有别的原因)。文化难以适应 ,交往关

系不顺畅 ,进一步产生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 ,进城农民的社会网络断裂

或重建困难 ,会直接导致有利的或积极的社会资本存量下降 ,他们的经

济收入或收入预期会随之下降 。一些社会史专家虽然证明移民农民 、

进城农民会经历一个保持传统社区生活与改变自己以适应市场的矛

盾 ,这种冲突甚至导致家庭内部冲突 ,但它又使个人有了增加收入和获

得新的发展的可能 ,而且农民们最终会适应城市生活或变成独特的城

里人 ,尤其是这些家庭的青年人(托马斯 、兹纳涅茨基 , 2000:23-24 、

43 、75-78 、117-132),但是 ,这毕竟不是一个短时期可解决的问题 ,而

且目前在撤村建居中进城的农民也不只是青年人;首当其冲遇到困难

的恰恰是作为各户主要劳动力的 、土地第二轮承包时的承包户户主 ,年

龄多在 30 、40岁以上。他们要在城市中谋求经济发展 ,除了需要恰当

的人力资本 ,也需要相当的社会资本 ,包括市场渠道与社会关系网络等

等。问题恰恰是这个群体一旦被要求越出或离开原来的社区 ,其原有

社会资本会大面积失效 ,而新的对别人构成社会资本的东西对他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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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学家把 19世纪初反对“机器吃人”的英格兰织袜工人称为“勒德分子”(Luddite),技
术进步会导致工人就业水平下降的观点 ,则被称为“勒德谬误”(Luddite Fallacy)。 但是 ,

一些经济学家在批驳这种谬误时 ,很容易低估劳动者从旧技术领域向新技术领域转移的
困难 ,他们很容易陷入困境(伊斯特利 , 2005:51 、134)。一些研究者虽然提出“确立`就业

优先' ”的政策目标(卢海元 , 2003),但是显然低估这个困难。有些研究者泛泛要求重视
失地农民再就业 ,甚至提出大力发展街道服务业 、城郊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张媛媛 、贺利

军 , 2004),这恐怕既不合时 ,也低估了根本不同的两种就业情境。陈映芳小组也提到:上

海市关于征地劳动力安置有多种办法 ,但是大多数征地劳动力实际上只能进镇办企业或
自谋职业,真正能进入城市社会的工作领域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陈映芳等 , 2003:40-

41 、105-112)。



能是完全无效的 。① 另一方面 ,有效的社会资本下降 、缺乏 ,倒过来增

加了进城农民对城市社会网络的疏离 、疏远 , ② 陷入与农民工“再社会

化”困难(朱力 ,2001;田凯 ,1995;汪立华 ,2003;王春光 ,2001)类似的窘

境 ,而感到某种社会不安全 。结果 ,进城农民往往不积极发展社会网

络 ,倒回去强化小规模 、非正式的个人协作网 ,而这类协作网又往往不

能很好解决进城农民的社会安全需要。③

3.在被动进城的过程中 ,农民在政治权力上显得很弱势。农民变

成市民 ,借用瓦尔泽的说法 ,意味着农民应该获得新的市民“成员资格”

(Walzer ,1983),以及作为市民成员资格所意味的福利 、安全 。诚如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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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些东欧、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的研究者发现 , 市场化进程在农村社区会产生复

杂的影响。除了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杂时期会产生新的不平等 、阶层化(Szelenyi &
Kostello , 1998),使农村居民产生心理痛苦 ,为了生存而去发展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以及适

应性的家庭经营策略(Brown &Kulcsar , 2000 、2001)之外 ,市场化还可能引起农村社区关

系更复杂的变化。原因是农村居民通常比城市居民更加依赖社区内的互助网络
(Fischer , 1982),对所在社区作为一个居住地也有更强烈的归属感(Goudy , 1990;Theodory ,

2001),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市场化引发不平等与层化 、贫困与混乱 ,家庭就将面临矛盾的
选择:一个选择是发展社区内的非正式社会互助网络 , 去应对混乱的经济以及社会保障

系统的缺失 ,个人与家庭因此都更加依赖邻居互助 ,结果就更加紧固了社区纽带, 而疏离

了社会网络。另一个替代选择是发展更密集的社会性网络 ,农村居民个人与家庭都将更
少联系对他们达到市场目标没有直接帮助的人 ,结果是更少卷入所居住的社区(O' Brien

et al., 2005)。这些研究表明市场化并非总是简单驱动农民满意地卷入非社区 、非个人协
作性的交换网络 ,也不能简单地增强他们做市民的能力;即使农民与家庭愿意发展非社

区 、非个人化的社会网络 ,他们也未必能够满意地达致目标。所以 ,常常出现的一种典型
情况是:许多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技术水平都比城市居民低 ,面对引入市场化改革 、

失去大型集体农庄的工作 、失去国家农业津贴时 ,会遇到更严重的障碍 ,对市场改革的不

满程度也比城市居民更高。另一方面 ,农民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又有一些市民所没有的
优势 ,他们有能力使用家庭劳动力生产自己的消费品 ,并且通过互助网络互相帮助。结

果 ,很多地方的农民常常作出疏远社会网络的选择。

格拉诺沃特 、林南曾强调人们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这

个关系倒回来说也成立。按林南的分析 ,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质量如何, 取决于
三个要素:个体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 ,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 ,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

(林南 ,2005;赵延东 , 1998)。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城郊农民(作为主要劳动力的户主)进城后不仅显得年龄大、学历低 、
没专业(即人力资本差),而且通常会立刻发现自己还没有“关系” 、“后台” 、“市面不灵” ,

即社会资源少、社会资本差 、信息获取能力弱(李培林 , 1996;周晓虹 , 1998)。客观说来 ,这
是进城农民面临的一种经济不安全与社会不安全。赵延东 、风笑天对武汉的调查也表

明 ,由于劳动力市场不成熟 ,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市场的替代品;下岗职工的社会

关系网络对其能否再获得工作有显著影响(赵延东 、风笑天 , 2000)。与这种情况相比 ,进
城的城郊农民的问题首先是原来的 、大体上属于同质社区成员组成的社区网络大幅度失

效 ,同时又无法与新的 、异质性城市社会成员建立有效的社会网格 ,或者成员间的关系强
度不高 ,然后才是勉强建立的社会网络的成员地位普遍较低 ,结果进城农民从社会网络 、

社会资本中获得收益的可能性很小 ,以至于在这个城市化 、或市场化的过程中会感到变
穷了 ,并且一般还得跟同样穷的人来往 ,进城后还得被迫认同自己仍然是一种乡下人。



泽所言 ,市场并不解决成员资格问题本身。因此 ,在赋予进城的城郊农

民以市民成员资格方面 ,国家与政府本来就负有首要 、主要的责任。而

且由于地方政府一般都宣称撤村建居工程的主要目的既是为了发展城

市 ,也是为了全面提高城郊农民的地位以加速解决城乡二元化问题 ,因

此 ,地方政府不仅应该从一开始就配套设计和落实城郊进城农民的市

民地位 、同城待遇 ,同时还应该尊重城郊农民的选择权利(包括其作为

公民的合法不服从的权利)。但是 ,目前地方政府在撤村建居工程中 ,

一方面较少尊重农民在做农民与做市民之间的选择权 ,另一方面在利

益公平补偿 、获得市民待遇各个方面 ,不仅法定赋予农民的地位不足 ,

而且很少听从进城农民的意见 。结果 ,进城的农民以及将被安排进城

的农民就常常处在既无传统的农民资格 、又无充分或平等的市民成员

资格的状态 ,在涉及重大权益的环节(特别是征地 、征地补偿 、户籍及户

籍附着待遇政策的调整 、住房等等问题)上 ,几乎没有左右权 、选择

权。①这种情况客观上构成了被撤村建居的农民的权力减弱或政治欠

安全的背景。

从就业不安全到政治欠安全 ,意味着城郊农民在撤村建居过程中

所面临的不安全问题具有某种整体性 ,意味着许多城郊农民不愿做市

民并非是农民的个体性的 、个别性的困窘 ,多半是社会结构方面问题使

然 ,而且其严重程度超出了城郊农民关于安全选择的限度 。如前文所

述 ,这种情况一般会促使城郊农民加强使用其安全经济学标准 ,并且可

能作出不欢迎撤村建居的选择 。地方政府如果在撤村建居时不从解决

或明显缓解这些结构性问题做起 ,那么要让城郊农民获得安全感而热

烈欢迎整村搬迁 ,几乎是不可能的。城郊农民虽然不一定说“结构”之

类的社会学术语 ,但是由于这些问题与他们的生活联系紧密 ,他们完全

可以感受到这类术语所能表达的问题 ,并且按照其安全经济学的标准

决定对撤村建居工程采取什么态度 。

鉴于地方政府还会继续主导城郊农民市民化进程 ,本文结束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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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民经常在客观上无法享受市民成员资格的权利 ,当然不能达成市民资格的自我认同。
此外 ,成员资格是自我认同的结果 ,更是他人承认的结果(Taylor , 1992)。 进城农民要取

得市民成员资格取决于国家法定(目前不足),也取决于社会交往中获得市民的平等的承

认。目前 ,撤村建居的农民与市民交往的能力不足 ,常常还得不到市民的平等的承认。
没有平等的承认 、国家法定条款的承认不足 ,以及新市民自我认同不足 ,这三者之间形成

了某种“负”循环。



希望从上述讨论引出如下政策评论 。

(1)农民总是有条件地接受变革的 。城郊农民可能会使用经济理

性追求收入最大化或较高的平均收入 ,因而可能接受城市化进程;但是

发挥经济理性需要先解决一般前提条件 ,包括经济学家所强调的资本

数量 、外部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 ,发挥经济理性还需要满足其安全需求 。

(2)地方政府对于“三农”问题常常持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 。一方

面 ,长期以来或受发展主义标准影响 ,或直接受GDP 至上的政绩标准

牵引 ,常常轻易牺牲农村与农民利益;另一方面又日益滋长一种心思 ,

企图动用政府力量一下子解决积累起来的“三农”问题 。这种政治文化

实际上自“大跃进”开始 ,从未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被认真清除 。只要

社会对政府的节制力较差 ,只要国家竞争加剧 ,尽快建设强大国家的需

要容易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同 ,只要后发展国家加速社会成长 、特别是解

决“三农”之类的问题需要国家力量的大力推动 ,这类大跃进思维和各

种变相大跃进行动就有了滋生的温床。目前 ,有一些地方政府发动的

撤村建居 、加快城市化的工程 ,由于无视农民安全需求 ,高估政府能力 ,

正在显示出新大跃进的政治文化特征。

(3)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化一般理论 、中国小城镇道路讨论 ,忽视了

对农业经济 、农民行动 、农村前景的更细致研究 ,也忽视了目前的城市

社会对于被卷入城市化进程的农民的可能威胁;实际上是在舒尔茨所

谓“工业原教旨主义”下 ,一则忽视农业经济的增长力 ,二则忽视城郊农

民的经济理性(可能选择不进城),三则忽视农民安全需求 ,四则忽视地

方政府目标与农民选择之间可能存在的不一致。它实际上给予新大跃

进政治文化倾向以某种理论支持 ,或变成了它的弱组成部分 。

(4)现在该正视地方政府的城市化目标与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了 。

用斯科特的话说 ,现代国家总是倾向于重新安排人口 、让社会更加清

晰 ,以便更容易行使古典的国家职能 ———征税 、征兵和政治控制 、国家

安全 ,以及改善社会生活 、满足对表面清晰 、表面秩序的美学偏好或崇

拜 ,等等。清晰性和简单化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国家为此实施各

种大型社会工程项目 ,包括对农村生活和生产作“驯化的尝试” 。可是

由于以下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 ,这种“人工设计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

往往带来巨大灾难。这四个因素是:国家的历史比社会要短 ,对社会很

多关键方面所知甚少 ,却简单化地重塑社会 ,而且其兴趣只在很少几个

目标上;强烈信奉极端化的现代化意识形态;采取独裁专权;软弱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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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缺少抵制这类计划的能力(斯科特 , 2004:2-7 、22-23 、243-

244 、254 、290 、299)。就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 ,撤村建居 、加快推进城市

化 ,也可以说是地方政府追求社会“清晰性”的人口再安排行动;当然 ,

行动前提是地方政府认为这个工程是农民所需要和欢迎的。所以 ,它

还不是国家纯粹为自己作打算的 、反农民的行动 ,问题更多的是一些地

方政府未很好理解农民需求。但是这种不理解还是造成很奇怪的结

果:地方政府按照科学规划进行的城市化 ,其实不一定是科学的 ,他们

实际上注重和得到的是斯科特所谓的符合其美学的 、关于现代农村与

城市化的“视觉编码”(斯科特 ,2004:343)。于是 ,地方政府与很多农民

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共同目标下 ,各自跑向不同方向:地方政府要的是

整齐划一 、千篇一律 ,而农民要的是生存安全和相对自由;前者要的是

按计划或规划重塑居住结构与生活方式 ,后者欢迎的却是依据具体的

地方条件做出灵活调整;此外 ,农民欢迎地方政府官员通情达理地与自

己协商 ,而各层办事人员实际上更习惯对上级负责 。这些问题很尖锐 ,

甚至无法通过地方政府调整政策加以调和。但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

看 ,农民不隐藏自己的偏好 ,对政府及其政策选择而言毕竟不是坏事

(库兰 ,2005)。地方政府倒应该警惕自己对农民的不理解 ,应该清楚认

识到:如果不把满足农民安全需求作为城市化政策的基本维度 ,自以为

对农民有利的东西完全可能被农民视为剥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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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y and prosperity of society indirectly.

Why Farmers in J City Refuse to Be Citizens:Security economics of suburban

farmers Mao Dan &Wang Yanfeng　45…………………………………

Abstract:Suburban farmers don' t always welcome the project of “ dismantling villages

and setting up urban communities” carried out by local governments.The phenomenon is

usually explained as the local governmentsfailure to satisfy the minimum economic

requirements of suburban farmers.The author takes the revised theory of “ safety goes

first” put forward by J.Scott , picking out some suburban villages in J city , Zhejiang
province , the case study shows that the reason of the resistance of suburban farmers is the

sense of insecurity.In other words ,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prompted by the

government , the original security conditions are easily damaged , but this problem has not

been taken seriously , not to mention establish the substitutes for satisfying farmers' safety

requirements.In their daily lives , farmers tend to have a sense of high risk and insecurity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 including the economic insecurity , social insecurity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 ,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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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is a sociological analy sis of the emergence of firms.Interviews with

entrepreneu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dicate that market information , startup capital ,
and business contracts for a brand new firm are all embedded in the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The author proposes a market-network interaction model to theoretically explain

how a firm is born out of social networks , and uses an 830-enterprise survey to test the

hypotheses derived from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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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Jingming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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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holars seldom explain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the increasing

educational returns during the period of market transition.In this article ,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returns on human capital from

the view of New Structuralism , and owes the various patterns of human capital returns to

the change of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labor market.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state , 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institutional path-dependency codetermine the

various patterns of returns on human capital in each labor market sector.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various patterns of returns on human capital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direction of marketization.That is to say , returns on human capitals rather imp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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